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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方机构在公共治理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陈潭，2017)，第三方评估

也随之悄然兴起。人们通常认为，作为评估对象的公共组织是“第一方”，它所服务的公共对象是“第二

方”，与这两方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即“第三方”;第三方评估就是由这些与评估对象具有弱关系的利益

相关者来担任评估活动的组织机构或评估主体的价值判断活动( 吴建南、阎波，2006)。随着国家治理

能力的日益现代化和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我国教育、科技、公益服务等领域的第三方评估日益崭露头

角(廖秀健，2018;李艳、林秀玉，2016;马佳铮，2016;邵邦、范明超，2018)，近年来更是在中央政府的鼓励

下蔚然成风。仅在 2015 年就有民政部等多个中央部委和单位以及北京、湖北、广东、贵州等各地地方政

府启动了第三方评估，教育部等中央政府部门还专门逐级下发文件，提出“要主动委托第三方开展全面、
深入、客观的评估”。不仅如此，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屡次提及重点政策落实情况

的第三方评估，特别强调“决不能让评估报告‘束之高阁’”，客观上对第三方评估实践起到了显著的推

动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第三方评估推崇有加，将其视为化解“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重要机制( 赵环、

严骏夫、徐选国，2014)，认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能有效规避公共组织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带来

的弊端(徐双敏、陈尉，2013)，甚至能够解决“执行难”这样的痼疾(潘溪，2017)和遏制绩效目标走样(郑

方辉、邓霖、林婧庭，2016)，社会舆论和政府宣传更是对第三方评估给予一片溢美之词。但是，第三方评

估可能仅仅是“看上去很美”，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机理而想当

然地夸大“独立第三方”的正效应。事实上，学术界对第三方评估的“评估”仍处于探索阶段( 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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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对公共组织第三方评估的“冷思考”以及对其效果影响因素的探讨也相当欠缺( 马亮、于文轩，

2013; Yu ＆ Ma，2016)。为此，本文通过双案例比较来探讨公共组织的第三方评估何以有效及其关键影

响因素。案例研究的优点之一在于其分析的深度(Gerring，2004)，尤其适用于对某种现象的具体表现进

行细致的经验描述(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故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第三方评估效果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述评

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方评估实践由来已久，但它通常被视为绩效评估的一种形式或公共部门管理

的一个环节，专门针对第三方评估的研究并不多见。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起源于

美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

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绩效评估得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流行(Newcomer ＆ Brass，2016)。绩效评估

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当社会问题和公众诉求日益增加而公共部门传统的管理和治理

工具效用不彰时，人们就试图采用绩效评估这样一种看上去相对新颖、科学和专业的手段来促使公共部

门改善其作为，以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挑战(Abma ＆ Noordegraaf，2003)。强调“独立第三方”
的评估活动则恰好体现了这种美好的期望，其本质是一种试图借助外部专业力量形成“鲶鱼效应”的绩

效问责机制。这就意味着，实施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压力通常来自于组织外部，而非组织内部改进管理的

需要。在行政问责机制失灵、公共问责机制缺失或公共组织与公共对象之间难以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凭

借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来推动绩效评估，往往是一种兼顾成本与效果的折衷策略，因此在世界

范围内日益风靡。
在实践中，“谁对评估负责”历来是绩效评估方案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Talbot，2010)。有的公共组

织依赖于内部专家进行绩效评估，有的则选择将绩效分析的工作外包给外部咨询专家(Carnochan et
al. ，2014)。国际评估专家罗西(Ｒossi)及其合作者认为，评估主体都应该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并拥有基础

知识的专家，而独立评估是指那些评估主体在制定评估方案、实施评估和发布评估结果方面承担主要责

任的活动;评估活动的发起机构需明确规定评估的目的和性质，并委托评估主体开展具体工作，同时评

估主体也可就评估内容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Ｒossi et al． ，2003)。美国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GAO)

则认为，是否选择公共组织外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如咨询公司、研究机构或政府的独立监察机构) 实

施绩效评估，主要取决于是否具备所需的外部专家和资源以及评估主体的独立性对于该项评估的可靠

性有多大，而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案和获取可靠的数据信息是确保独立性的关键因素。它们指出，依赖于

外部专家的评议和依赖于指标统计的科学计量(Bibliometric)是两种主流的评估方式(GAO，2012)。
但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由专家参与的第三方评估也需要面对充满不确定

性与目标模糊的公共治理环境。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尽管绩效体制(Performance Ｒegime) 已经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但绩效评估未必能够强化问责(Jones ＆ Bouckaert，2017)。由于绩效评估实践中的多种利

益相关者(例如部长、其它高级官员、技术专家、普通公务人员、大众媒体和公众等)在参与意愿、认知领

会和时间范围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容易诱发互动博弈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即使是采用

精巧的绩效指标和专家评估，也仍然难以避免绩效数据背离实际绩效的“绩效悖论(Performance Para-
dox)”(Pollitt ＆ Dan，2013)。为了减少这种影响，美国联邦政府授权预算管理办公室使用项目评估定级

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Ｒating Tool，PAＲT)对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估，对联邦政府项目

给出简明的评估结论，但依然招致了评估对象和外界对其评分过于简单而缺少原因分析、评估结论有失

主观、自上而下的“一刀切”式控制等批评意见(Moynihan，2008)。事实上，每个绩效管理体系都需要根

据情境进行调适，尤其是在将绩效评估与绩效预算挂钩的情况下(Newcomer ＆ Caudle，2011)。当绩效

难以监测且与评估结果挂钩的财政激励与惩罚过强时，第三方评估依然难以避免评估对象弄虚作假等

非预期后果(Girth，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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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第三方评估已经逐渐成为评价研究和绩效管理研究等领域的一个常见议题，但遗憾的是国内

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仍停留在探索阶段。吴建南等学者较早关注了由学术专家、企业和社会代表等参与

的第三方评估实践(吴建南、庄秋爽，2004; 吴建南、阎波，2004)，一些学者主动参与到地方公共管理的

第三方评估实践当中并对问题和经验进行了归纳，或对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做了述评( 包国宪、张志栋，

2008; 郑方辉，2008; So，2014)，也有学者针对特定领域第三方评估的内涵、评估主体、评估程序等进行

了分析(王春业、邓盈，2017; 陆汉文、梁爱有，2017; 寿志勤等，2010)。总体上看，在当代中国公共组织

绩效评估实践中，学术专家等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专业性的群体在绩效评估中的作用仍相当有限(Walker
＆ Wu，2010; Jing et al. ，2015; Yang ＆ Wu，2013)。尽管如此，第三方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得到了许多学

者的推崇(傅军，2013; 徐双敏，2011; 郑方辉、尚虎平，2016; 廖秀健，2018)，关于其独立性、机制设计及

发展方向的讨论也日渐增多( 程燕林，2017; 潘旦、向德彩，2013; 贠杰，2015; 张旭、李会军、郭菊娥，

2016)。
其中，一些对中国第三方评估实践的分析开始涌现。有学者对两项在中国影响较大、研究对象和内

容近似的第三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项目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对评估结果在独立性、信度、效度、全面

性、可理解性、功能性等方面的表现做出分析和评估，指出地方政府应谨慎对待第三方评估、综合利用多

种来源和渠道的评价结果(马亮、于文轩，2013)。相关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使是由国外组织发起的第三

方评估也面临着独立性、信度和效度等方面的挑战(Yu ＆ Ma，2015、2016)。尽管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

中国第三方评估实践的研究仍有待深入，亟需更多丰富的案例研究和深入分析。为此，本研究选取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和全国高等学校一级学科评估两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在对每个

案例进行结构化描述的基础上开展比较分析，归纳其政策启示。

三、案例描述

( 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评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增长，其绩效状况日益引发了社会关注，国家领导人

和有关部委也多次提出要高度重视政府问责和绩效评估，负责资助和管理基础研究项目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简称“基金委”)也需要回应各方诉求，开展绩效评估遂日益成为共识。2008 年初，基金委六

届一次全委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将适时启动科学基金资助和管理绩效国际评估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规模的科技财政支出绩效评估随之被提上日程。经过一年多的专家团队研究和反复沟通，在考察

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评估模式之后，基金委和财政部决定采取一种充分依靠第三方机构和评估

专家的国际评估，并于 2010 年初正式启动实施。此次评估旨在从历史发展和国际的视角，独立、全面地

评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成立以来 25 年的战略定位、资助与管理绩效，在总结和分析其成功经验和不

足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基础上，为改进科学基金的管理绩效提供对策，并为明确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的战略定位提出建议。
如图 1 所示，基金委既是评估对象，也是评估的委托方之一。由基金委与财政部双方领导组成的领

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评估工作，对相关重大事宜作出决策，下设的评估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具体组

织协调。它们授权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事业单位独立法人)负责整个评估活动的组织实施，在委托方配

合下负责准备评估所需证据材料。作为独立评估主体的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来自六个国家的 13 位

专家组成，他们均在科技政策和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领域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声望。评估专家从战略定

位、绩效、国际合作、资助工具、管理等五个方面对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进行了综合性、回溯性的评

估。他们采取了“国内准备 + 国际评估”的循证评估模式，即在前期外部研讨基础上设计总体评估方案

和准备评估所需的证据材料，进而提交给第三方的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由专家结合国内调研和国际比

较进行评估(吴建南、马亮、郑永和，2012)。此次评估开展了大量调研、案例分析和大规模的文献计量

分析，调研工作涵盖了科学基金的主要相关主体，包括对连续三年以上申请未获资助人员也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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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访①。

图 1:国际评估中的行动者关系

此次评估的结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也对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产生了影响。根据评估专家

建议，基金委从 2012 年开始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有科研潜力的青年研究人员设立了新的

项目类型，并采取了提高面上项目资助强度、设立“重大非共识项目”等措施。国际评估的顺利实施得

到了国务院领导、国内舆论和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肯定②，不仅相关报道见诸于人民网、《科技日报》和美

国《科学》杂志等，也促使国务院加强了对各类科技计划的综合绩效评估，在《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中明确“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的绩效评估通过公开竞争等方

式择优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结果作为中央财政予以支持的重要依据”。该评估之所以成功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委托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绩效评估是“世界性难题”，而对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估更是难

上加难，故而能够慎之又慎③，不仅预先委托绩效评估专家组织多家专业机构设计国际评估方案，而且

反复考察评估模式的适切性，并在国际评估中坚持独立评估的原则。

( 二) 全国高等学校一级学科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对不同高校同一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全国高等学

校一级学科评估(简称“学科评估”)开始在诸多高等教育评估中日渐突出，成为最受国内高校关注和认

可的第三方评估活动(袁本涛、李锋亮，2016)。2000 年，在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支持下，根据多位高校研

究生院院长建议，学科评估拉开帷幕(林梦泉、姜辉、任超，2010)。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筹备，首轮学科

评估试点工作于 2002 年 4 月启动，迄今已经完成四轮评估，评估对象数量逐轮大幅增加。从首轮评估

旨在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到第三轮学科评估所强调的“服务大局、服务高校、服务社会”，

再到第四轮又增加了“服务国际”，历次学科评估的定位不断变化。总体上看，学科评估越来越突出“向

上负责”，将评估升格为落实国家教育发展改革战略、推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项工具，同时也越来

越强调扩大其影响力，向国内外展示中国教育发展改革的成就和学科建设成果。这些变化反映出发起

者越来越希望以评估为依据重新配置教育投入资源，从而推动学科建设者强化自身创新能力和国际化

竞争意识的绩效问责诉求。
学科评估从一开始就是在以教育部为代表的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主导下进行的活动，其组织机构的

—82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201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http: / / scitech. people. com. cn /GB /15335456. html
http: / /digitalpaper. stdaily. com /http_www. kjrb. com /kjrb /html /2015 － 06 /02 /content_305198. htm? div = － 1
http: / /news. sciencenet. cn /htmlnews /2010 /6 /233583. shtm



独立性历来饱受质疑。学科评估组织机构的前身是 1994 年在北京理工大学成立的评估所，伴随着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最终于 2003 年成为挂靠在清华大学、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学位中心。尽管

学位中心自称“一直以第三方方式独立开展评估工作”，且评估对象均系“自愿申请参加”，但许多学者

不以为然，认为不仅学位中心与政府部门并未“脱钩”、二者利益关系紧密，而且参评高校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资源依赖关系也使评估具有强制性(陈学飞等，2016)。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管办评

分离”和 2015 年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积极采用第三方评

价”，也间接说明当前教育领域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不过，前两轮学科评估对外发布

的均是《关于开展学科评估工作的通知》，而第四轮学科评估则已改为《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邀请

函》，文件标题从“通知”到“邀请函”的改变的确反映出其行政色彩已略有淡化，而第三方评估色彩则更

加鲜明。

表 1:历次学科评估参评学科、单位数

轮次 批次 年度 涉及一级学科数 参评单位数 参评学科数

第一轮

第一批 2002 12 89 309
第二批 2003 42 157 620
第三批 2004 26 131 437

第二轮
第一批 2006 31 193 1067
第二批 2008 50 248 1302

第三轮 2012 95 391 4235
第四轮 2017 95 513 7449

数据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基于指标统计的排名是学科评估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尽管学科评估采用了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但为了便于操作而采用了许多显性的量化指标，倚重根据指标体系量化测算的结果进行排

序，使评估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标数据。评估所需的客观数据信息由各评估对象提供给学位中

心核查确认，这给信息公开程度参差不齐的评估对象增添了很大负担，也提供了操纵和包装数据的可

能。由于评估结果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制定学科建设规划、经费投入与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由此

诱发了评估对象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为了获取潜在的资源和维护学校声誉，一些学校甚至公开打出

了“举全校之力决胜学科评估”的标语，抽调骨干人员参与应对，采取拼凑和取消学科专业、攒“学术

GDP”、卷入“挖人大战”等方式来争取获得好的评估名次。这使得有关学科评估的社会争议近年来愈

演愈烈，第四轮学科评估中“A 类期刊名单”甫一发布旋即被教育部叫停的“熔断”现象即为一个明证。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学科评估结果的使用与组织资源配置的关联更加紧密，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

应(蒋林浩、沈文钦、陈洪捷、黄俊平，2014)。

四、比较与启示

大多数学术研究认为第三方评估存在多种不同模式(徐双敏，2011; 潘旦、向德彩，2013; 赵环、严骏

夫、徐选国，2014; 殷明，2015)，但它们大都停留在政策评估或项目评估的宏大理论框架上，对具体模式

设计和分析语焉不详，或没有准确区分评估主体与组织机构的差别，更缺乏对不同评估模式效果的考

察。实际上，公共组织绩效评估实践通常具有多元化的目的(Behn，2003) 和一系列关键议题(Hatry，

2013; Boland ＆ Fowler，2000)，包括评估定位、评估对象、组织机构、评估主体、评估内容、信息收集、评估

周期、结果运用等影响评估活动效果的要素(吴建南，2009)，对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评

估模式。在实践中，设计评估方案的“黄金标准”，就是根据特定的评估问题和预期的结果来选择适当

的评估模式(Patton，2011)。然而，作为针对特定组织的综合性绩效评估活动，传统的项目评估或政策评

估理论(Owen ＆ Ｒogers，1999)很难反映国际评估或学科评估这种复杂活动的特征，因而难以为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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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评估模式提供有效的技术和智力支持。为此，本研究通过对上述双案例中评估方案的要素进行逐

一比较，揭示两项评估在评估方案要素方面的诸多差异，如表 2 所示。

表 2:国际评估与学科评估的比较

国际评估 学科评估

评估定位 独立全面评估、促进绩效提升、明确战略定位 服务大局、服务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国际

评估对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

组织机构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评估主体 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 国内专家、学位中心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评估内容
资助与管理整体绩效(战略定位、资助绩效、

管理绩效、对中国科技体系的影响)

一级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

信息收集 国内准备 + 国际评估(循证评估) 数据报送 + 主观评价(指标统计排名)

评估周期 长周期(一次性) 短周期

结果运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进资助与管理，

国家加强对各类科技计划综合绩效评价

各高校学科规划与建设改进，

中央 /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分配资源

首先从评估定位来看，二者都具有多元化的评估目的，但学科评估通常被舆论认为带有一定的行政

色彩。除均强调促进评估对象的绩效改进外，二者还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国家战略。国际评估更强调“提

出一系列前瞻性的发展思路，支持财政部和基金委重新审视基金委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

位”，突出的是战略分析和调整，将评估的关键作用定位于出思路、给建议;学科评估则更强调“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落实”国家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精神，突出的是战略落实和执行，将评估的关键

作用定位于促使评估对象服从国家战略，带有更为明显的自上而下行政色彩。同时，学科评估更强调

“服务”评估的各利益相关者，国际评估则关注的是“提出重要评估发现、经验教训和建议”以及“提出一

系列前瞻性的发展思路”，也说明后者具有更加超然的评估定位。其次从评估对象、组织机构和评估主

体的关系来看，学科评估较之国际评估更加复杂。第一，学科评估的名义对象是各参评单位的一级学

科，实际对象是数百所全国高等学校及少数科研机构，其复杂性远远大于仅有单一评估对象的国际评

估。第二，尽管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均为独立法人机构，但后者的关键支持

者是教育部，本身又是其直属事业单位，其独立性很容易受到质疑。第三，国际评估中的评估主体是由

十余位国际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组织关系较为简明，且委托方主动公开承诺对此次评估“积极支

持但不干预”，而学科评估主体则包括国内专家、学位中心、学生与用人单位和行业企业专家等，构成相

当复杂，其中很难排除一些评估主体与评估对象之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弱化了评估主体的独立性。
再者从评估内容、信息收集和评估周期来看，二者反映出截然不同的评估理念。国际评估是一次性

的长周期评估，在信息获取方面采取了“国内准备 + 国际评估”的组织模式，在推导评估结论时创造性

地采用了循证评估方式;学科评估则是周期性的评估，采用了较为常见的指标统计和量化排名方式。从

表面上看，学科评估的方式似乎更加简便、可控，但是用指标统计的量化方式来测量难以简单量化的评

估内容，反而会因“绩效测不准”原理的存在和技术手段的不完备而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 阎波、高小

平，2013;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而国际评估所采用的循证评估是近十余年来备受推崇的评估

方式，即根据反事实(Counterfactual) 的理论观点，通过提供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证据来得出评估结论

(Forss ＆ Bandstein，2008; Heinrich，2007)，其关注焦点在于事实证据而非量化计分，更易于呈现丰富的

绩效信息。
最后从评估结果运用来看，二者都对评估对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式不同，评估对象的

相应行为倾向也不同。第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采纳国际评估结果，采取了提高面上项目资助额度、
设立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等一系列新举措，进一步增强了信息公开程度;而学科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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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高校领导都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由于相信学科评估结果将与教育部对高校的投入挂钩，各高校纷

纷将学科建设列为工作重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学科建设竞赛”。第二，国际评估结果不涉及排名和直

接的资源分配，评估对象只需要根据评估主体所提出的发现和建议改进工作，压力适度且主要集中于组

织内部;与国际评估相比，学科评估对评估对象的激励作用相对更加显著，但无论是学科评估的支持者

和委托方、组织机构还是评估主体又都难以约束评估对象的自利行为，造成大量的利益冲突和信任缺

失，而这正是学科评估引发诸多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第三方评估效果的影响因素。这两项第三方评估实践具

有很多相似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国际评估是在科研管理领域由第三方机构组织、少数独立第三方专

家实施的一次性评估，而学科评估是在教育管理领域由第三方机构组织、多类第三方专家和利益相关者

实施的周期性评估，二者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第三方评估的典型案例。由于二者的背景及所要解决的问

题不同，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显然过于表面化。然而本文的案例比较表明，国际评估与学科评估分别代

表着组成要素截然不同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其效果也迥然不同，其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尤其值得深思。
其一是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在公共组织自我评估缺乏公信力、服务对象评估缺乏信度和效度的

困境下，独立第三方评估被视为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重要途径，与“第一方”和“第二方”具有弱利益关

系且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就成为相对最佳的评估主体或组织机构(吴建南、阎波，2006)。然而，不同“第

三方”的独立性存在差异。在评估定位方面，学科评估有着相对更加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在评估的关

键行动者方面，国际评估中的评估主体构成相对简单且与评估对象的利益相关性较弱，评估组织机构与

评估主体、评估对象的关系也相对更弱。在更深层次上看，对国际评估与学科评估起到重要支持作用的

不同中央部门在机构性质和职能、组织规模、历史渊源、领导特征、组织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

很难排除这些差异与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之间的关联。而确保独立性的根本，是使评估的方案、活动、模
式、方法和评估结论避免不必要的偏差或影响，而不是看评估的组织机构具备何种身份(Newcomer ＆
Brass，2016)。换言之，独立法人、事业单位、专业研究机构等“标签”既不能等价于较强的独立性，更不

能等同于高水平的评估信度、效度和公信力。国际评估中的“第三方”并不因其存在委托关系而弱化其

独立性;相反，学科评估并不存在明显的委托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评估主体的独立性就高。
其二是第三方评估的科学性。在传统观念中，独立第三方机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其评估

结果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徐双敏、翟胡，2012)。实际上，绩效评估是一项组织政治活动，评估内容及其

信息收集的选择体现出组织机构及其背后的委托方或支持者对于“绩效”的期望以及对于如何获得高

绩效的理解，其评估周期、手段和结果运用的差异映射出组织机构管理思维的差异(吴建南，2009)。例

如，国际评估是充分倚重评估专家主观评价的循证评估，而学科评估采用的是以多元指标统计来整合多

源信息的量化排名，“专家导向”和“指标导向”哪个更科学? 要回答该问题，应该反思对科学基金资助

与管理绩效和学科建设绩效本身的理解，科学地分析客观指标计量结果与专家主观评价结果存在差异

的原因，以及哪一个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委托方或支持者的预期。事实上，无论是充满风险、目标模糊和

结果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还是充满探索性、难以标准化和直接测量的学科建设都具有特定的自然规律

和生态效应，盲从于专家和迷信量化管理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不应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而一味追求简

便易行的方式。
其三是第三方评估的局限性。尽管第三方评估能够弥补传统绩效评估的不足，但管理者不应过度

夸大和迷信其有效性。实际上，评估只是绩效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不能期望用评估来解决所有的管理

难题(吴建南、阎波，2004)，更不宜将给出复杂问题解决之道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方。评估可以实现监管

督促的功能，但无论是对基础研究还是学科建设的长期绩效提升都很难产生直接作用，对第三方评估赋

予过高的期望显然不恰当。更重要的是，在第三方评估实践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强激励机制的存在，

承受绩效问责压力的评估对象依然会表现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以追求短期收益的

最大化，机制设计不当的评估甚至会加剧这些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由于预期学科评估结果与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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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分配相挂钩，许多参评高校竭尽所能地应对第三方评估，不惜以“关停并转”非优势学科等方式

来博取更理想的评估得分和排名，营造学术“大跃进”的繁荣假象，对正常的学科建设反而产生了不必

要的干扰。事实上，如何解读和运用绩效信息往往比如何评估绩效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具有治理偏好的

管理决策者面对多元绩效目标的情境下(Christensen et al． ，2018)。
总体上看，现实中公共管理者对第三方评估独立性、科学性与局限性的理解，反映出其特定的管理

哲学。对公共事务和组织活动的管理，其核心仍然在于对个体动机的理解和尊重，激发人的主观能动

性，这是使组织可持续发展和绩效不断改进的根本所在。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传统公共管理实

践中强调完成目标任务的“以事为本”导向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表面上看，强调明确目标、量化指标、按
部就班的绩效测量程序、精巧的加权统计和分类排名体现出公共组织管理的规则显性化和规范性，其背

后隐含着韦伯式科层组织一以贯之的“以事为本”逻辑(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周雪光，2015)，但

是这些显性规则和规范化管理并不能杜绝组织环境下关键行动者滥用其自由裁量权，以及与此有关的

变通、串谋、违规等机会主义行为。尽管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更理想的评估指标，但指标导向的绩效评估

总会使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例如绩效短视、测量偏差、弄虚作假、僵化等，形成各种“管理主义

悖论”(Johnsen，2005; Hood，2007)。因此，第三方评估也需要“祛魅”，以避免沦为“换汤不换药”的控制

工具或新的“政绩工程”。

五、结 论

本文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和全国高等学校一级学科评估双案例的比较分析，展示了

这两项典型的第三方评估在背景、方案和效果上的差异，进而比较了二者在评估方案各要素方面的不同

特征。之所以第三方评估受到社会舆论青睐并在公共管理领域流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相

对较强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本项研究发现，在中国，评估定位、评估对象、组织机构和评估主体与第三方

评估的独立性之间具有紧密关联，而评估内容、信息收集、评估周期和评估结果运用则关系到第三方评

估本身的科学性，同时第三方评估也具有局限性。要使第三方评估发挥预期作用，就需要理性分析第三

方评估实践的构成要素，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符合第三方评估背景要求的评估方案。在学术界普

遍缺乏对公共组织第三方评估的冷静思考和深入分析的背景下，本研究力图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并期

望为公共组织的第三方评估实践提供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对评估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是设计第三方评估方案的起点。基础研究很难评估，学科建设

也同样不易，类似的越是见效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强的组织活动，越不易进行绩效评估。对于不确

定性较高和目标较模糊的组织活动来说，在一定评估周期内，达到外部第三方所预期的指标要求未必等

同于高绩效;反之，未能达到相关指标要求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低绩效，此种情形下采用绝对化的指标量

化管理很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二，在不具备高质量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应慎用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应以信息公开为前提，

缺乏高质量的公开信息，会令评估活动的关键行动者疲于应付。如果缺乏可靠的数据信息，绩效评估很

难实现促进学习、改进和问责等目的，而绩效信息和数据的可靠性也与评估的独立性息息相关。
第三，为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应对第三方评估中关键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设计。绩效

评估活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第三方”，对组织机构和评估主体的选择需要格外谨慎和灵活。所谓“独立

第三方”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身份，而是要综合考察它的组织特征和背景因素对于评估结论的影响，尤其

是要避免评估主体沦为“伪第三方”。
第四，当涉及评估对象众多、影响面广时，应谨慎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相挂钩。面对数量较多、情

况各异的评估对象，旨在试图通过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来实现对评估对象的管理控制，很难避免

激励约束不相容现象的产生。在第三方评估方案或结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过度激励可能会加剧彼此

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信任缺失，这本身也与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存在矛盾之处。从长远来看，应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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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与绩效预算等其它改革举措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避免单一举措的盲动和冒进。
第五，在第三方评估的模式设计方面，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避免陷入“以事为本”的困境。作

为一项问责机制设计，采取何种模式开展第三方评估，体现的是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绩效的期望以及对于

如何获得较高绩效的潜在认识。一味追求看似精巧的指标设计和量化管理，实际上很可能过度简化了

组织绩效的形成机理，使第三方评估沦为巩固科层组织“以事为本”逻辑的技术工具。相反，现代意义

上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更强调人而非技术的作用，不仅应充分尊重评估主体的价值判断，也应寻求对

评估对象的正确引导和有效激励，树立“以人为本”的绩效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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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Work?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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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practices affect evaluation results by means of a dual － case
structured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schemes，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dependency of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depends on the purpose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ey actor involved in that，whereas the scien-
tific nature of that relies on the contents，information gathering，and time horizon． In addition，an inappropriate mechanism of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might trigger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It implie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think the myth of quantitative man-
agement and disenchant the third － party evaluation．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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